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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金融政策对城市新质生产力
影响机制分析

———基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林 梨 奎
(广东金融学院 金融与投资学院,广东 广州510521)

摘 要:科技金融政策助力科技创新,为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采用中国

29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0—2022年的面板数据,以“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为外生事件,构建多

期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科技金融政策影响城市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1)科技金融政策

显著促进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2)从资源依赖类型分组看,科技金融政策显著促进非资源型城市新质生

产力发展,但对资源型城市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作用不显著。(3)从区域分组看,科技金融政策显著促进东

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且影响作用的强弱程度按照“中部→东北→东部地区”顺序逐步

减弱,但对西部城市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作用不显著。(4)从中间传导机制看,科技金融政策促进城市金融

发展效率提升,进一步促进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但对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影响作用不显著。基于上

述研究结果,提出扩大科技和金融结合政策试点范围、充分发挥金融发展效率提升的中间传导作用、加快

建立科技人才集聚机制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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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具体形式,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

和发展[1]。2024年1月,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新

质生产力作了系统全面的阐释[2]。要理解新质生产力,关键还在于“新”和“质”上。所谓的“新”
指的是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所形成的生产力;所谓的“质”则是指生产力因关键核心技术颠覆

性突破所形成的新形态、新质态[3]。从我国经济运行情况看,全国各地城市新质生产力正在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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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和形成,研发投入强度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成果数量持续上升,以及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正在不断涌现。这些都与科技创新密切相关。科技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持,金融是推动科技创新

和产业发展的关键力量[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

制[5]。科技金融政策的实施,为地区金融服务科技创新提供政策指引,其如何影响城市新质生产

力发展,是目前加快培育和发展城市新质生产力工作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本文采用296个地

级及以上城市样本,以“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以下简称试点政策)为外生事件,构建多

期双重差分模型来研究科技金融政策实施对城市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机制。

与本文主题相关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科技金融政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作用。

科技金融政策实施增强了金融支持科技发展的力度,由此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科技创新和技术

进步的红利[6],其影响作用是多方面的。如 Meuleman等分析了科技金融政策与企业债务融资

决策的关系[7];Mann发现科技金融政策实施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水平[8];姚战琪等认为科技金

融政策显著促进地区国际竞争力的提升[9];朱仁泽等发现科技金融政策有助于推动金融资本更

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10];郭金录等从企业视角出发,发现科技金融水平发展有利于促进企业

融资效率提升[11]。二是新质生产力的相关研究。现有研究主要尝试回答“什么是新质生产力”

以及“新质生产力有什么影响”这两个问题。如洪银兴认为新质生产力是一种新性质、新质态的

生产力[12];柳学信等从大国竞争视角探究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逻辑和实现路径[13];沈坤荣等

认为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之源[14]。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始有学者尝试构建指标

体系来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进行量化评价,如王珏等运用熵值法对省级层面的新质生产力

进行量化评估[15]。随着新质生产力量化评价方法的出现和完善,开始有学者讨论与新质生产力

形成与发展相关的各类因素的影响作用,如谢梅讨论了科技创新对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主

导作用[16],张翱等分析了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17]。

与上述研究相比较,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第一,从科技金融政策的视角探究城市新质

生产力的发展路径。以往研究成果已发现科技创新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作用,本文将进一步分

析科技金融政策实施对城市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作用及传导机制。第二,综合考虑市级层面视角

以及从“教育—科技—人才”维度构建城市新质生产力的衡量指标。随着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逐

步深入,已有学者开始尝试对其进行量化评价。已有衡量新质生产力的量化指标主要包括省级

层面和企业层面两个维度,以及基于“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象”维度来构建

指标体系,并且在评价方法的处理上以熵值法为主。本文将收集和整理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统

计数据,采用主成分法,尝试从“教育—科技—人才”综合维度来构建市级层面新质生产力的量化

评价体系。第三,从量化评价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视角分析科技金融政策对城市新质生产力发

展的影响。何青和廖恒等均从理论分析视角讨论金融发展对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支持作

用[18-19],但仍缺乏实证检验支撑。本文将在构建市级层面新质生产力指数的基础上,尝试对科技

金融政策影响城市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

二、理论机理及研究假设的提出

(一)科技金融政策对城市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

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20]。如图1所示,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是一个长期过

程,体现为涵盖前端环节、中间环节以及末端表现等环节的发展链条。这一发展链条源于“教育、

科技、人才”三要素的良性循环,在发展链条的后端呈现出新的生产力形态,往往以新型劳动者、

新型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为主要特征[21]。科技金融政策实施,通过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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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引导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一体化协同发展,持续增强“教育、科技、人才”三要

素的目标一致性和系统集成性[22],掌握新型劳动资料的创新型人才不断涌现,新型劳动者重新

配置组合新型劳动对象,新型生产关系加快重塑,逐步形成“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促进城市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格局[23]。

图1 科技金融政策影响城市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理

科技金融政策实施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促进劳动者创新能力提升。科技金融

政策促进了地区金融机构集聚程度提升,为政策有效范围内的科技企业和研发团队提供更为优

惠和便利的资金融通服务,满足其开展创新活动所需要的资金需求[24],加速区域内创新要素的

流动和集中,促进科技企业和研发团队所需创新要素的配置组合优化提升[25]。同时,科技金融

政策实施提供更为便利的成果转化服务,为从事研发创新活动的市场主体创造提供更多经济收

益保障,激发其创新意愿。

科技金融政策实施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优化劳动资料配置组合。新一轮科技

革命孕育出来的新型劳动资料是驱动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26]。科技金融政策实施,

通过吸引大量社会资金进入市场,提高区域内的投资资金供给能力,有效促进各类新型基础设施

投资,为更高科技含量的劳动资料提供基础设施支撑[27],加速新技术、新经济和新业态的培育与

发展,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增强劳动资料配置组合的合理性与科学性[28]。

科技金融政策实施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推动劳动对象全面升级。科技金融政

策实施将引导各类要素向科技含量更高的市场主体集中,推动作为劳动对象的产业部门向智能

化、数字化发展,促使产业链创新链耦合发展[29],实现传统劳动对象的转型升级。同时,科技金

融政策将引导金融资源向数实深度融合倾斜,推动数字化再生产[30],提升新型劳动对象的规模

和占比,实现劳动对象结构的优化升级。

综上所述,科技金融政策通过对“教育、科技、人才”要素投入的资金导向,促进三者逐步增强

目标一致性和系统集成性,重塑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象以及改造原有生产关

系,从本质上推动城市新质生产力实现能级跃升。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科技金融政策实施对城市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作用显著为正。
(二)中介传导视角下的机制分析

资本和人才是促进科技进步的两大关键要素。如图2所示,科技金融政策实施,能够通过对金融

发展效率和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提升,实现对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进而促进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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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科技金融政策影响城市新质生产力的中间传导机制

科技金融政策实施有利于金融发展效率提升。金融科技政策实施主要通过缓解金融摩擦和

促进金融市场融合来实现对金融发展效率的提升[31]。科技金融政策实施需要培育一批金融中

介服务机构[32]。这些金融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壮大能够更好地发挥其信息传递的渠道作用,有
利于降低资金投放方以及资金需求方的交易成本,缓解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金融摩擦问题[33]。

同时,科技金融政策强调满足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资金需求的“一站式”投资服务体系以及长期

耐心资本的金融支持,促进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融合,有利于避免因市场分割导致的借贷成本

错配问题[34]。金融科技政策实施促进了金融发展效率的提升,增强金融服务质量,以更好地为

城市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科技金融政策实施有利于科技人才集聚。科技创新活动离不开科技人才[35]。科技金融政

策实施,支持更多的市场主体来开展科技研发活动,进而增加地区对各类科技人才的需求,以需

求促进集聚壮大科技人才队伍[36]。同时,科技金融政策实施,通过政府干预、创新驱动等传导机

制,为科技人才提供更为优越的政策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引导大量科技人才流入并

集聚[37]。科技人才集聚将有利于发挥人才要素的知识溢出效应,在实现个体人力资本价值的同

时推动区域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38],助力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科技金融政策实施将促进金融发展效率的提升,进而对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产生正向

的促进作用。

H3:科技金融政策实施将促进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提高,进而对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产生

正向的促进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由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是同一个政策内容在不同时点选择不同的城市来逐步

推进,此时,相较于经典的双重差分模型,本文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来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将

更为有效。因此,本文基于中国29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0—2022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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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分模型,分析试点政策对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机制。回归基准模型设定如式(1)所示:

NQPFit=β0+β1(Treati×Timet)+β2Xi,t-1+δi+γt+εit (1)

其中,NQPFit表示城市i在第t年的新质生产力水平;Treati 表示城市i是否属于实验组的

虚拟变量,如果该城市在试点名单内,视为属于实验组且取值为1,反之则取值为0;Timet 表示

该城市所在的年份t是否处在试点开展的实验期内的虚拟变量,如果在实验期内,取值为1,反之

则取值为0;Treati×Timet 表示城市i属于实验组且所在年份t处于实验期内的虚拟变量;

Xi,t-1表示其他可能会影响到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全部纳为控制变量;β0 为常数项,β1
为试点政策对城市新质生产力影响作用的回归系数,β2 为控制变量对城市新质生产力影响作用

的回归系数;δi为城市固定效应,γt为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为避免被解释变量与控

制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互为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次回归的控制变量均采用滞后一期

处理。同时考虑到金融科技政策实施时间、实施内容上的差别,都可能会对不同地区新质生产力

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在研究设计上将通过仅保留第一批试点城市样本及其他没有参与试点的

城市样本进行重新回归、仅保留地级城市样本进行重新回归、区分资源型与非资源型城市进行重

新回归、区分地区分布进行重新回归等方面多次开展稳健性检验以及异质性分析,尝试检验在考

虑各种异质性影响下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和有效性。

为了进一步探究科技金融政策影响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中间传导机制,本文分别选择城

市金融发展效率FAL、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TCL 作为中介变量,参考江艇的研究采用两步法

来分析上述中介变量的中间传导作用[39]。即只考虑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

对中介变量的计量关系,不考虑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计量关系,从而避免区分出在间接效应

之外无法解释的直接效应。两步法的第一步如式(1)所示,第二步如式(2)所示。

Mit=α0+α1(Treati×Timet)+α2Xi,t-1+φi+τt+εit (2)

其中,Mit表示本文所采用的中介变量 ;α0 为常数项,α1 为试点政策对中介变量影响作用的

回归系数,α2 为控制变量对中介变量影响作用的回归系数;φi 为城市固定效应,τt 为年份固定效

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1.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本文采用的被解释变量为运用主成分法计算得到的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

指数NQPF。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在于通过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等“三要素”的良性循

环[40],推动促进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提升。在已有研究成

果中,较多文献从“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象”视角出发,即新质生产力发展链

条的末端表现,来构建新质生产力指数。有别于已有研究成果,本文从新质生产力发展链条的前

端环节出发,尝试基于“教育—科技—人才”综合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测算市级层面的新质生产

力指数。本文选取各城市在教育、科技、人才等方面的统计指标来尝试对各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

状况进行量化评估。教育层面的统计指标包括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支出占比EDU、全
市每万人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 MS、全市每万人普通小学在校学生数ES 等,科技层面的统计指

标包括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科学技术支出占比TE,人才层面的统计指标包括全市每万人

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TC、全市每万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US 等。本文对各指标进行

min-max标准化处理[41]。KMO检验值为0.5842,Bartlett球形检验的P 值小于10%,说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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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可以进行主成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EDU、TE、MS 等前3个主成

分因子累计贡献率达到82.99%(分别是40.01%、28.67%、14.31%),并以此计算各主成分因子权

重。此时各城市新质生产力指数NQPF 的计算公式如式(3)所示。

NQPF=0.4821×EDU+0.3455×TE+0.1724×MS (3)

将各主成分因子标准化后的数值带入式(3)计算得到各城市新质生产力指数NQPF。
(2)被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为了增加研究结论的说服力,本文参考已有研究结果,尝试基

于“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象”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测算得到新的城市新质生产

力指数NNI,用于稳健性检验。新型劳动者层面的统计指标包括全市每万人普通高等学校专任

教师TC、全市每万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US 等,新型劳动资料层面的统计指标包括电信

业务总量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TP、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占户籍人口比重PH、国际互联网用户

数占户籍人口比重COM 等,新型劳动对象层面的统计指标包括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科学

技术支出占比TE、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支出占比EDU 以及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

软件业从业人员数占年末单位从业总人数比重ESI等。本文参照前述处理方法,对各指标进行

min-max标准化处理。KMO检验值为0.7031,Bartlett球形检验的P 值小于10%,说明原始

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可以进行主成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TC、US、TP、PH 等前4个主成

分因子累计贡献率达到80.44%(分别是41.81%、15.74%、12.76%、10.13%),并以此计算各主成

分因子权重。此时,基于“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象”维度测算的各城市新质

生产力指数的计算公式NNI如式(4)所示。

NNI=0.5198×TC+0.1957×US+0.1586×TP+0.1259×PH (4)

将各主成分因子标准化后的数值带入式(4)计算得到各城市新质生产力指数 NQPF 的替代

变量NNI。
(3)核心解释变量。如式(1)所示,采用试点政策变量Treati×Timet 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为

了简化表述,本文用 DIDit来表示试点政策变量Treati×Timet。根据相关政策文件,我国从

2011年启动第一批城市试点,具体包括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

通、连云港、淮安、盐城、扬州、镇江、泰州、宿迁、杭州、温州、湖州、合肥、芜湖、蚌埠、西安、渭南、铜

川、宝鸡、商洛、庆阳、平凉、陇南、武汉、长沙、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成都、绵阳、大连、青岛等

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并在2016年下半年启动第二批城市试点,具体包括郑州、厦门、宁波、济

南、南昌、贵阳、银川、包头、沈阳等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4)中介变量。基于理论分析结论,本文选取城市金融发展效率FAL、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

平TCL 作为中介变量,探究科技金融政策影响城市新质生产力的中间传导机制。本文采用各城

市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与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的比值来衡量城市金

融发展效率FAL[42],采用各城市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

件业从业人员占城市总人口比重来衡量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TCL[43]。

(5)控制变量。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44]。因此,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本文选取可能会对科技创新、生产要素配置

以及产业升级等方面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来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城市经济总量GDP、人均

经济总量PGDP、人口密度PD、全要素生产率TFP、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IND、固定资产投资

额FI、外商直接投资额FDI、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RC、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BK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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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主要采用2000—2022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公布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通过数据处理最终保留296个城市样本。其中,以2000年为基期,采
用消费价格指数对地区经济总量GDP、人均地区经济总量P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FI、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RC 等变量进行平减处理。为处理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对地区经济总

量GDP、人均地区经济总量PGDP、人口密度PD、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FI、外商直接投资金

额FDI、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RC、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BK 等变量取对数形式。为避免可

能存在的互为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所有的控制变量都采取滞后一期处理。
(三)描述性统计

表1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被解释变量 NQPF 的均值为

0.2110,最小值为0.0220,最大值为0.5078,标准差为0.0519,说明不同城市之间的新质生产力

发展水平不均衡,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城市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因素。核心解释变量DID 的均值为

0.0784,说明全样本中约有7.84%的城市为政策试点城市。控制变量lnGDP、lnFI、lnFDI、

lnRC 标准差相对较高,其他控制变量及中介变量离散程度较低。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 变量说明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NQPF 城市新质生产力指数 5464 0.2110 0.0519 0.0220 0.5078
NNI 城市新质生产力指数(替代变量) 4359 0.0970 0.1100 0.0042 0.7233
DID 试点政策变量 6808 0.0784 0.2689 0.0000 1.0000
FAL 城市金融发展效率 5768 1.5962 0.5548 0.1413 16.7327
TCL 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 4846 0.0275 0.0171 0.0019 0.1957
lnGDP 城市经济总量对数形式 6520 15.7436 1.0910 12.0969 19.4387
lnPGDP 城市人均经济总量对数形式 6220 9.8742 0.8899 7.3908 12.8318
lnPD 城市人口密度对数形式 4507 5.7126 0.8922 1.6094 7.9036
TFP GMM法估算的全要素生产率 5421 9.8530 0.4857 8.2202 11.8567
IND 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 6266 0.3943 0.0981 0.0850 0.8387
lnFI 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对数形式 4796 5.6294 1.2972 1.6061 9.4030
lnFDI 城市外商直接投资额对数形式 5366 -0.0099 1.9931 -8.5798 5.3808
lnRC 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数形式 6583 5.4529 1.2131 -4.1455 9.2579
lnBK 城市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对数形式 4501 3.3415 0.8510 0.0000 8.3722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模型(1)至模型(6)的被解释变量均为城市新质生产力指数

NQPF。根据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试点政策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性水平均小于1%且系数为正。

这意味着,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且逐步加入控制变量之后,

回归结果依然稳健。研究假设 H1成立。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1)
NQPF

(2)
NQPF

(3)
NQPF

(4)
NQPF

(5)
NQPF

(6)
NQPF

DID 0.0396***
(0.0078)

0.0300***
(0.0064)

0.0265***
(0.0059)

0.0211***
(0.0055)

0.0216***
(0.0057)

0.0209***
(0.0057)

lnGDP 0.1652***
(0.0171)

0.1614***
(0.0180)

0.1695***
(0.0178)

0.1639***
(0.0185)

0.1634***
(0.0187)

lnPGDP -0.1559***
(0.0174)

-0.1440***
(0.0194)

-0.1359***
(0.0191)

-0.1283***
(0.0198)

-0.1289***
(0.0199)

lnPD -0.0040
(0.0053)

-0.0096
(0.0059)

-0.0116*
(0.0066)

-0.0116*
(0.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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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QPF

(2)
NQPF

(3)
NQPF

(4)
NQPF

(5)
NQPF

(6)
NQPF

TFP -0.0169
(0.0129)

-0.0077
(0.0114)

-0.0112
(0.0127)

-0.0099
(0.0126)

IND 0.0858***
(0.0261)

0.0801***
(0.0271)

0.0803***
(0.0272)

lnFI -0.0227***
(0.0042)

-0.0206***
(0.0046)

-0.0204***
(0.0046)

lnFDI -0.0009
(0.0011)

-0.0009
(0.0011)

lnRC 0.0059
(0.0038)

0.0058
(0.0037)

lnBK 0.0035*
(0.0021)

常数项 0.2041***
(0.0022)

-0.8658***
(0.1313)

-0.7348***
(0.1554)

-0.8892***
(0.1620)

-0.8859***
(0.1786)

-0.8978***
(0.1787)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5464 5100 3701 3693 3514 3510
R2 0.1498 0.2450 0.2229 0.2598 0.2606 0.2613

  注:*、**和***分别表示P 值小于10%、小于5%和小于1%;括号内的值为稳健性标准误。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如图3所示。可以发现,在试点政策实施之前,实验组和对照组城市新质

生产力水平的变化趋势并没有显著差异,此时存在平行趋势;在政策实施之后,实验组和对照组

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变化趋势之间的差异越来越明显,试点政策对城市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

用不断增强,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距逐步扩大。这一结果说明双重差分模型要求的平行趋

势假设成立。

图3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2.安慰剂检验

重新设置试点政策实施的实验组和对照组,将所有试点城市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和对照组中,
按照试点政策实施的时间节点设置时间虚拟变量,随机抽样重复500次,并绘制安慰剂检验结果

图。如图4所示,试点政策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分布在0附近且近似于正态分布,表明不可观测因

素不会对基准回归结果产生显著影响,试点政策对城市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作用是真实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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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安慰剂检验结果

3.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有别于已有成果关于新质生产力测算大多基于“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

象”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本文尝试基于“教育—科技—人才”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测算城市新质生产

力。为提高研究结论的说服力,本文同时也基于“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象”

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测算得到被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其

中模型(1)至模型(6)的被解释变量均为城市新质生产力指数 NQPF 的替代变量NNI。由于全

要素生产率TFP、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IND、固定资产投资额lnFI与劳动者、劳动资料等范畴

密切相关,因此为避免可能出现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次回归没有包括上述的全要素生产率

TFP、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IND、固定资产投资额lnFI这3个控制变量。根据回归结果可以发

现,试点政策变量的估计系数均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而且逐步加入控制变量之后,回
归结果依然稳健。

表3 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1)
NNI

(2)
NNI

(3)
NNI

(4)
NNI

(5)
NNI

(6)
NNI

DID 0.0211**
(0.0090)

0.0183*
(0.0093)

0.0182**
(0.0092)

0.0196**
(0.0097)

0.0197**
(0.0097)

0.0196**
(0.0096)

lnGDP 0.1025***
(0.0357)

0.1037***
(0.0374)

0.1083***
(0.0398)

0.0945**
(0.0397)

0.0934**
(0.0396)

lnPGDP -0.0902**
(0.0362)

-0.0918**
(0.0383)

-0.0923**
(0.0406)

-0.0859**
(0.0408)

-0.0845**
(0.0406)

lnPD 0.0225
(0.0181)

0.0236
(0.0189)

0.0244
(0.0193)

0.0245
(0.0192)

lnFDI -0.0010
(0.0014)

-0.0009
(0.0014)

-0.0009
(0.0014)

lnRC 0.0171**
(0.0068)

0.0174**
(0.0068)

lnBK -0.0027
(0.0033)

常数项 0.1193***
(0.0025)

-0.6125**
(0.2500)

-0.7455***
(0.2813)

-0.8235***
(0.3061)

-0.7750**
(0.3024)

-0.7654**
(0.3038)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4359 4333 4331 4165 4158 4154
R2 0.3319 0.3551 0.3580 0.3603 0.3612 0.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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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剔除第二批试点城市样本的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剔除第二批试点城市样本,仅保留第一批试点城

市样本及其他没有参与试点的城市样本,并进行重新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表中的模型

(1)至模型(6)的被解释变量均为城市新质生产力指数 NQPF。根据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试点政

策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性水平均小于1%且系数为正,而且逐步加入控制变量之后,回归结果依

然稳健。这一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研究假设 H1依然成立。
表4 剔除第二批试点城市样本后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1)
NQPF

(2)
NQPF

(3)
NQPF

(4)
NQPF

(5)
NQPF

(6)
NQPF

DID 0.0402***
(0.0091)

0.0314***
(0.0072)

0.0270***
(0.0059)

0.0216***
(0.0055)

0.0220***
(0.0057)

0.0215***
(0.0057)

lnGDP 0.1681***
(0.0179)

0.1680***
(0.0187)

0.1764***
(0.0183)

0.1714***
(0.0193)

0.1706***
(0.0195)

lnPGDP -0.1600***
(0.0183)

-0.1573***
(0.0201)

-0.1492***
(0.0197)

-0.1424***
(0.0205)

-0.1426***
(0.0207)

lnPD -0.0017
(0.0059)

-0.0071
(0.0051)

-0.0091*
(0.0053)

-0.0092*
(0.0054)

TFP -0.0100
(0.0126)

-0.0021
(0.0112)

-0.0051
(0.0124)

-0.0041
(0.0123)

IND 0.0763***
(0.0258)

0.0695***
(0.0267)

0.0698***
(0.0268)

lnFI -0.0226***
(0.0042)

-0.0206***
(0.0046)

-0.0204***
(0.0046)

lnFDI -0.0009
(0.0011)

-0.0009
(0.0011)

lnRC 0.0059
(0.0040)

0.0059
(0.0040)

lnBK 0.0032
(0.0021)

常数项 0.2045***
(0.0021)

-0.8681***
(0.1343)

-0.7861***
(0.1552)

-0.9312***
(0.1616)

-0.9306***
(0.1780)

-0.9395***
(0.1789)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5293 4941 3584 3576 3397 3393

R2 0.1510 0.2514 0.2328 0.2686 0.2695 0.2701

  5.仅保留地级城市样本的稳健性检验

相较于地级城市,直辖市以及副省级城市往往具有更为优越的资源禀赋。魏后凯研究发现,

相较于地级城市,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的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均呈现指数增长趋势[45]。因此本

文将剔除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等样本,仅保留地级城市样本,并进行重新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所

示。表中的模型(1)至模型(6)的被解释变量均为城市新质生产力指数 NQPF。根据回归结果

可以发现,试点政策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性水平均小于1%且系数为正,而且逐步加入控制变量

之后,回归结果依然稳健。这一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研究假设 H1依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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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仅保留地级城市样本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1)
NQPF

(2)
NQPF

(3)
NQPF

(4)
NQPF

(5)
NQPF

(6)
NQPF

DID 0.0311***
(0.0099)

0.0246 ***

(0.0080)
0.0231***
(0.0075)

0.0198***
(0.0069)

0.0205***
(0.0074)

0.0198***
(0.0074)

lnGDP 0.1598***
(0.0200)

0.1591***
(0.0205)

0.1724***
(0.0198)

0.1652***
(0.0211)

0.1651***
(0.0212)

lnPGDP -0.1516***
(0.0202)

-0.1434***
(0.0219)

-0.1428***
(0.0207)

-0.1336***
(0.0220)

-0.1348***
(0.0221)

lnPD -0.0051
(0.0056)

-0.0090
(0.0059)

-0.0114*
(0.0067)

-0.0113*
(0.0067)

TFP -0.0146
(0.0128)

-0.0054
(0.0114)

-0.0091
(0.0127)

-0.0079
(0.0126)

IND 0.0770***
(0.0267)

0.0702**
(0.0276)

0.0707**
(0.0278)

lnFI -0.0212***
(0.0043)

-0.0189***
(0.0047)

-0.0187***
(0.0047)

lnFDI -0.0008
(0.0011)

-0.0008
(0.0011)

lnRC 0.0060
(0.0037)

0.0060
(0.0037)

lnBK 0.0033
(0.0021)

常数项 0.2044***
(0.0022)

-0.8146***
(0.1435)

-0.7133***
(0.1655)

-0.8901***
(0.1718)

-0.8729***
(0.1903)

-0.8858***
(0.1905)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5179 4831 3506 3498 3319 3316

R2 0.1381 0.2235 0.2055 0.2373 0.2358 0.2368

  (三)异质性检验

1.资源型与非资源型城市分类

本文参照《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中给出的资源型城市名单,将

这一名单内的地级及以上城市设置为资源型城市,不在名单内的地级及以上城市设置为非资源

型城市,并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表中的模型(1)至模型(4)的被解释变量均为城

市新质生产力指数NQPF。根据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对于资源型城市分组,试点政策变量的估

计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试点政策实施对资源型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的影响

作用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资源型城市科技创新动力不足,不利于其新质生产力发展,未来仍需

继续加大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投入,布局新赛道,形成新动能。对于非资源型城市分组,试点政

策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性水平小于1%且系数为正,这意味着,试点政策实施对非资源型城市新

质生产力水平提升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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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按资源型分类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资源型城市

(1)
NQPF

(2)
NQPF

非资源型城市

(3)
NQPF

(4)
NQPF

DID -0.0065
(0.0090)

-0.0045
(0.0087)

0.0505***
(0.0085)

0.0241***
(0.0065)

lnGDP 0.1092***
(0.0245)

0.1837***
(0.0256)

lnPGDP -0.0944***
(0.0250)

-0.1252***
(0.0283)

lnPD -0.0564*
(0.0329)

-0.0089*
(0.0049)

TFP -0.0023
(0.0152)

-0.0222
(0.0185)

IND 0.0637
(0.0404)

0.0783**
(0.0354)

lnFI -0.0052
(0.0069)

-0.0288***
(0.0055)

lnFDI -0.0013
(0.0014)

-0.0005
(0.0015)

lnRC 0.0079
(0.0084)

0.0045
(0.0041)

lnBK 0.0004
(0.0022)

0.0064**
(0.0032)

常数项 0.1934***
(0.0036)

-0.2842
(0.3283)

0.2113***
(0.0027)

-1.1249***
(0.2342)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2174 1385 3290 2125
R2 0.1537 0.1940 0.1834 0.3158

  2.按所处地区分类

本文按照国家统计局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区域划分标准,将所有

城市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四个分组,并依次进行回归,回归结果

如表7所示。表中的模型(1)至模型(4)的被解释变量均为城市新质生产力指数 NQPF。根据

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对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分组,试点政策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性

水平均小于1%且系数均为正。这意味着,对于位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城市来

说,试点政策实施对这些城市的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并且从影响强度看,

从强到弱排序依次是“中部地区→东北地区→东部地区”。对于西部地区分组,试点政策变量的

估计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试点政策实施对西部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影响作用

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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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按地区分类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1)
NQPF

(2)
NQPF

(3)
NQPF

(4)
NQPF

DID 0.0165**
(0.0073)

0.0330***
(0.0067)

0.0110
(0.0123)

0.0267***
(0.0076)

lnGDP 0.1709**
(0.0764)

0.1679***
(0.0219)

0.0781
(0.0567)

0.4030**
(0.1758)

lnPGDP -0.1883**
(0.0800)

-0.1014***
(0.0252)

-0.0373
(0.0651)

-0.3335
(0.2075)

lnPD -0.0781
(0.0634)

-0.0230
(0.0382)

-0.0106***
(0.0033)

0.0546
(0.0552)

TFP 0.0403
(0.0304)

-0.0119
(0.0234)

-0.0529*
(0.0290)

-0.0359
(0.0555)

IND 0.1884***
(0.0454)

0.0495
(0.0577)

-0.0076
(0.0591)

0.0550
(0.0689)

lnFI -0.0298***
(0.0086)

-0.0324**
(0.0125)

-0.0086
(0.0066)

-0.0137
(0.0106)

lnFDI -0.0015
(0.0028)

0.0011
(0.0030)

0.0013
(0.0013)

-0.0018
(0.0023)

lnRC -0.0016
(0.0054)

0.0086
(0.0082)

-0.0003
(0.0047)

0.0088
(0.0155)

lnBK 0.0073*
(0.0040)

-0.0034
(0.0029)

0.0018
(0.0031)

0.0008
(0.0070)

常数项 -0.4314
(0.3882)

-1.0608***
(0.3145)

-0.0339
(0.3760)

-2.7217***
(0.9514)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099 1035 937 439
R2 0.3688 0.2762 0.1398 0.4157

五、进一步分析

(一)金融发展效率传导视角下的中介效应检验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结论,本文从金融发展效率传导的视角,探究试点政策影响城市新质生产

力的中间传导机制,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其中模型(1)和模型(3)的被解释变量为城市新质生

产力指数NQPF,模型(2)和模型(4)的被解释变量为城市金融发展效率FAL。根据模型(1)和

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试点政策变量影响城市新质生产力指数 NQPF 以及影响城市金

融发展效率FAL 的估计系数显著性水平分别小于1%、小于10%,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

为正。这意味着试点政策的实施,对城市金融发展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通过提升城市金融

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促进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同时剔除第二批试点城市样本并重新回归,来

开展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与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可以认为基于金融发展效

率传导机制的回归结果通过稳健性检验。因此,研究假设 H2成立。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

在于:科技金融政策的实施,有利于风险投资、股权投资、天使投资等科技金融业态快速发展,积

极探索金融支持科技的模式创新[46],形成服务科技企业和研发团队“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

→成熟期”全生命周期的“一站式”金融产品体系,给予科技研发主体长期耐心资本支持,缓解信

贷资金期限错配[47],提高金融发展效率。金融发展效率提升有利于科技研发主体整合更多研发

资源,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科研成果转化率,为城市新质生产力提供科技支撑[48]。中国银行

业协会披露的公开信息也显示,在国家科技金融政策实施的推动下,银行业不断优化科技金融服

务体系,加强与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合作,围绕科技企业发展的阶段性需求搭建“一站式”全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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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金融服务体系,为科技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表8 金融发展效率传导视角下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中介效应

(1)
NQPF

(2)
FAL

稳健性检验

(3)
NQPF

(4)
FAL

DID 0.0209***
(0.0057)

0.0608*
(0.0324)

0.0215***
(0.0057)

0.0598*
(0.0329)

lnGDP 0.1634***
(0.0187)

-0.2077
(0.1366)

0.1706***
(0.0195)

-0.2016
(0.1477)

lnPGDP -0.1289***
(0.0199)

-1.5652***
(0.2011)

-0.1426***
(0.0207)

-1.5511***
(0.2086)

lnPD -0.0116*
(0.0067)

-0.0002
(0.0254)

-0.0092*
(0.0054)

-0.0019
(0.0266)

TFP -0.0099
(0.0126)

2.1023***
(0.2322)

-0.0041
(0.0123)

2.1001***
(0.2378)

IND 0.0803***
(0.0272)

-0.1399
(0.1982)

0.0698***
(0.0268)

-0.1433
(0.2020)

lnFI -0.0204***
(0.0046)

-0.0687**
(0.0349)

-0.0204***
(0.0046)

-0.0705**
(0.0356)

lnFDI -0.0009
(0.0011)

0.0125
(0.0091)

-0.0009
(0.0011)

0.0120
(0.0092)

lnRC 0.0058
(0.0037)

0.0107
(0.0400)

0.0059
(0.0040)

-0.0016
(0.0408)

lnBK 0.0035*
(0.0021)

0.0141
(0.0177)

0.0032
(0.0021)

0.0140
(0.0181)

常数项 -0.8978***
(0.1787)

0.4644
(1.4822)

-0.9395***
(0.1789)

0.3232
(1.5513)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3510 3514 3393 3397
R2 0.2613 0.4251 0.2701 0.4264

  (二)科技人才集聚传导视角下的中介效应检验

城市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科技人才要素的支撑[49]。本文进一步尝试从科技人才集聚

视角,探究试点政策影响城市新质生产力的中间传导机制,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其中模型(1)

和模型(3)的被解释变量为城市新质生产力指数 NQPF,模型(2)和模型(4)的被解释变量为城

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TCL。根据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试点政策变量影响城

市新质生产力指数 NQPF 的估计系数显著性水平小于1%且系数为正,但是试点政策变量影响

科技人才集聚水平TCL 的估计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试点政策的实施,对城市科

技人才集聚的影响作用在统计意义上不明显,因此,试点政策通过科技人才集聚进而影响城市新

质生产力发展的中间传导机制可能不存在。从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目前通过科技金融政策实

施引导科技人才集聚的传导机制尚未建立起来,这不利于未来城市新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本文剔除第二批试点城市样本并重新回归,开展稳健性检验。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与模

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因此,研究假设 H3不成立。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

在于:虽然国家大力推进人才战略实施,但是个别城市在落实国家相关政策文件时存在偏差,导
致其促进人才集聚的外部环境还有待提升,使得科技金融政策的人才集聚效应没有充分发挥出

来[50]。从2023年新增院士数量的城市分布来看,新增院士人数最多的是北京、上海、天津、广
州、杭州等东部城市。可见,仅从高层次人才集聚看,位于东部的城市在人才集聚上具有比较明

显的优势条件,位于中部和西部的城市则存在人才流失、创新竞争力不足等问题,从而抑制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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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金融政策实施的人才集聚效应对城市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表9 科技人才集聚传导视角下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中介效应

(1)
NQPF

(2)
TCL

稳健性检验

(3)
NQPF

(4)
TCL

DID 0.0209***
(0.0057)

0.0026
(0.0020)

0.0215***
(0.0057)

0.0028
(0.0020)

lnGDP 0.1634***
(0.0187)

-0.0064
(0.0070)

0.1706***
(0.0195)

-0.0059
(0.0075)

lnPGDP -0.1289***
(0.0199)

0.0022
(0.0074)

-0.1426***
(0.0207)

0.0029
(0.0078)

lnPD -0.0116*
(0.0067)

-0.0011
(0.0017)

-0.0092*
(0.0054)

-0.0010
(0.0017)

TFP -0.0099
(0.0126)

0.0070*
(0.0040)

-0.0041
(0.0123)

0.0053
(0.0037)

IND 0.0803***
(0.0272)

0.0180**
(0.0071)

0.0698***
(0.0268)

0.0159**
(0.0072)

lnFI -0.0204***
(0.0046)

-0.0013
(0.0012)

-0.0204***
(0.0046)

-0.0010
(0.0012)

lnFDI -0.0009
(0.0011)

0.0002
(0.0002)

-0.0009
(0.0011)

0.0002
(0.0002)

lnRC 0.0058
(0.0037)

-0.0010
(0.0008)

0.0059
(0.0040)

-0.0011
(0.0009)

lnBK 0.0035*
(0.0021)

-0.0005
(0.0006)

0.0032
(0.0021)

-0.0006
(0.0006)

常数项 -0.8978***
(0.1787)

0.0577
(0.0460)

-0.9395***
(0.1789)

0.0570
(0.0499)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3510 3495 3393 3378
R2 0.2613 0.1115 0.2701 0.1073

六、结论与对策建议

科技金融被定位为金融“五篇大文章”的首篇文章,彰显了科技金融政策在推动高水平科技

创新中的重要作用。本文采用中国29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0—2022年的面板数据样本,搭建

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究试点政策对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并尝试从城市金融资源配置效

率和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两个视角出发,探究试点政策实施影响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中间

传导机制。研究结果发现:第一,试点政策实施对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且
这一影响作用通过显著性检验。第二,从城市资源型分组异质性表现上来看,这一影响作用主要

体现在非资源型城市分组上;从区域分组异质性表现上来看,这一影响作用主要体现在东部地

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城市分组上。第三,试点政策实施有利于提升城市金融发展效率,进而促

进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第四,试点政策实施对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影响作用不明显。

基于上述结论,为了促进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扩大科技和金融结合政策试点范围。增加试点城市数量,在现有试点城市范围基础

上,重点面向非资源型城市以及位于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城市,逐步扩大试点城市范围,提升

试点政策在地理分布上的覆盖面。细化试点政策内容,结合目前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产业方

向,围绕新兴产业部门的生命周期特征,进一步完善试点政策细则,为地区科技发展提供更多金

991

林梨奎.科技金融政策对城市新质生产力影响机制分析———基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融政策指引。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通过争取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设立专项基金引导社会资

本投资等方式,瞄准高科技产业新赛道,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加快新平台培育与打造,克服资源依

赖,夯实资源型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支撑。

第二,充分发挥金融发展效率提升的中间传导作用。持续提升信贷资金供给效率,运用多种

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确保各地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合理充裕,促进社会资本供给量与城市新质生产

力发展的资金需求相匹配,加强金融资源配置总量和结构的优化调节,促进金融资源利用成本稳

中有降。满足城市新质生产力多元资金需求,探索知识产权抵押融资、数据资产无抵押融资等产

品创新,丰富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满足高科技企业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拓宽科技企业直接融

资渠道,支持科技企业通过发债、上市等融资模式创新,搭建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渠道。

第三,加快建立科技人才集聚机制。营造科技人才安身立业的创新环境,在现有科技和金融

结合政策细则基础上,完善对于引导科技人才集聚的政策设计,满足各类科技人才在实现自身价

值、配偶就业、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多元化需求,提升试点政策对于科技创新人才的吸引力,加大试

点政策的人才集聚效应。鼓励科技人才开展长期研究,对科研活动按照前沿研究、市场应用和公

益研究来进行分类,按照各研究类型科研周期特点,建立科技人才评价管理多元化制度,引导科

技人才沉下心来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推动科技人才实现新发展,打破人员指标限制,畅通高校、

科研机构、企业等市场主体之间的人才流动渠道,鼓励社会资本设立民间科研奖项,激发科技人

才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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